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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术融合：政策信息学的由来、范畴与框架 

 

吴 江  王凯利 

 

摘 要 政策信息学是涉及政策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新兴交叉领域，从情报学视角去观察和梳理政策

信息学的由来、范畴与框架，能为政策信息学提供相关学科发展的土壤，并增强情报学的话语权和生命力。

首先，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从社会和技术两方面系统阐述了政策信息学的缘起由来，并阐明其研

究范畴，对相关代表性概念及研究进行总结和辨析。其次，从社会技术融合视角构建了面向政策过程全生

命周期的政策信息学分析框架，梳理政策信息学分析的研究问题、方法和工具。最后，对政策信息学的研

究与应用进行展望，认为未来政策信息学将继续进行社会技术融合，并围绕全流程分析、全数据挖掘、全

主体服务、全方位评价、全时空推演等五个方面深化拓展。图 3。表 3。参考文献 70。 

关键词 政策信息学  社会技术系统  政策过程  学科交叉  政策大数据 

分类号 G250 

 

Socio-technical Integration: The Origins, Scope and 

Framework of Policy Informatics 

WU Jiang & WANG Kaili 

ABSTRACT 

Policy informatics i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encompasses polic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Examining and organizing the origins, scope, and 

framework of policy infor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ca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disciplines 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and vital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Policy informatics arises from the policy analysis needs for social progres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Through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olicy informatics is a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encompasses the entire lifecycle of the policy process. It 

utilizes big data such as government document data, departmental transaction system data, and 

online public sentiment data as the foundation, while employing methods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conometrics to conduct policy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simulat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intelligent support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or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seven-stage theory" of policy proces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policy process includes four processes: policy problem, policy formul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analysis process of 

information demand analysis,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optimization, a framework for policy 

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proposed including policy demand mining, policy text metrics, policy 

result measurement, policy effect assessment and policy strategy simulation. This framework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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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s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work as "detector, scout and 

consultant", in which "detector " requir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work to be able 

to search, scan and organize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ers 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The 

policy demand mining, text metrics and result measurement research are just manifestation. The 

"scout" adds a strategic and urgent dimension to basic intelligence, such as the providing early 

warning by policy effects assessment. On the basis of "what" and "why", "consultant" requires 

intelligence work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o",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as a think tank. In the future, policy 

informatics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deepen and expand 

around the five aspects of whole-process analysis, whole-data mining, whole-subject service, all-

round evaluation, and whole-time and space-time deduction. 3 figs. 3 tabs.70 refs. 

KEYWORDS 

Policy informatics.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olicy processes. Interdisciplinary. Policy big data 

 

 

0 引言 

大数据时代，与政府活动有关的一切衍生大数据，如政府文件、政务机构系统运行数据、

公众网络舆情数据等，都影响着新一轮政府政策的制定。然而，传统的政策制定存在信息滞

后、政策刚性、交互不畅、维度单一、认知偏差、评估乏力等诸多问题[1]，政策信息学这一

交叉领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信息学的学科交叉特性

是政策信息学得以快速发展的高效催化剂，但交叉特性也意味着各学科对政策信息学研究存

在不同的界定、范式和侧重，这也导致政策信息学研究出现概念混杂、研究偏倚的现象。有

观点认为政策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包含政策文件数据在内的多源海量异构数据[2]，或将政策

信息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政策文本[3]。同时，与政策信息学相关的一系列子领域概念也相继

出现，如起源于公共管理领域的“政策文献量化”[4]、“政策文献计量”[5]，起源于情报学

领域的“政策文本计算”[6 ]等。在研究范式方面，形成了以循证决策为代表的公管领域[7 ]、

以政治倾向为代表的政治学领域[8]、以政策内容解读为代表的情报学领域[9]等。路甬祥认为

学科交叉是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科学突破的领域，存在使科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增长点[10]。然

而，清晰的概念是知识的基石，也是交叉领域科研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领域界定

及范畴则是发挥各学科能量、推动交叉领域知识体系得以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对政

策信息学的由来以及范畴进行梳理，并构建研究理论框架是必要且迫切的。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新一轮学科更名后，新的学科名称“信息资源管理”进一步

展示了学科具有更多的信息属性，在学科建设中应承担更大的学术和社会责任，而情报学

（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 DIKW（Data-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链条上的关键

一环，也需要拓展本学科的研究边界，与政策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协同工作，发挥信息资源

管理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将其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因此，本文立足情报学学科视角，

重点分析政策信息学的缘起由来、研究范畴，并从社会技术融合视角构建了面向政策过程全

生命周期的政策信息学分析框架，强调要站在社会技术系统整体角度去考虑信息科学的技术

性与政策科学的社会性的交叉融合在政策信息学分析中所起的作用。未来，政策信息学研究

与应用将围绕全流程分析、全数据挖掘、全主体服务、全方位评价、全时空推演继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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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信息学的缘起由来 

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是政策信息学产生的两个重要因素，并不断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和应

用，赋予政策信息学社会技术融合的特征。 

1.1 面向社会发展的政策分析需求 

政策信息学的产生同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客观世界是由信息、物质、能量三大要素

所构成的，信息是区别于物质与能量的第三类资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信息采

集与传播的速度空前提高，人类对信息的认知与利用也日趋深入和广泛。信息作为第三类资

源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明显。然而，呈几何式增长的信息规模也导致了“信息爆炸”，人类由

此进入大数据时代。与此同时，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现有的研究范式无法给予较好的解

决方案，需要新的研究范式予以应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浩如烟海的数据

为政策信息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对象。其中，大数据时代下，反映政府决策嬗变的政府开放

数据以及包含各类舆情内容的新媒体阵地，二者所产生的巨量数据为政策信息学的产生创造

了基础条件。其二，传统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多以参与者的经验为主，借助小规模沟通和

有限的民意调查进行，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滞后、政策刚性、交互不畅等问题，政策分析需

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对政策相关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政策信息学将为传统的政策研究提供

有益补充[11]，例如，20 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的 K.Simon 和英国剑桥大学的 S.Richard 发展

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衡量和评价提供数据基础，是政府利用数据进

行政策分析的典型案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为政策分析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政策信息学有望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加精细化、科学化、数据化的支持。 

1.2 基于技术创新的政策分析转型 

政策信息学是在技术创新中产生的。近十年，数据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科研领

域的重大变革，产生了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之后的，面向海量数据处理与分析

的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12][13]。在各学科海量、异构、复杂数据

处理的需求下，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科信息学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借

助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与数理统计理论与方法等可覆盖各学科领域数据的收集、存储、加

工、传输、检索、分析等全过程[14]。随着相关技术的纵深发展与应用，政策信息学的研究方

法向建模仿真、数据智能等不断扩展，政策智能在政策信息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

基于技术创新的政策分析转型大大提高了政策分析的时效性、准确性和民主化。首先，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对覆盖政策及其运行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全景

式”数据采集成为可能，达到实时监控、智能预测的效果
[15]

。其次，样本数据的完整性便于

开展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政策评估和政策预测模型训练和优化，减少了政策分析结果的误差

[16]。最后，针对特定的政策问题，便于聚焦参与群体、利益需求、作用范围等，开展基于各

层面活动的记录、分析
[17]

，大大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策信息学以政策科学领域知识为

依据驱动公共事务分析，协助“信息迷雾”中科技情报的线索发现，达到辅助政府决策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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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社会技术融合的政策分析演进 

政策信息学的产生是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相互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具备社会技术系统

的特征。“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一词最早出现于 1951 年，由伦敦塔

维斯托克社会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学者 Trist 及其同事在研究煤

矿采煤效率问题时提出。该理论综合考虑了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对系统的综合作用，集中研

究技术对个人和群体行为、对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影响，通过社会和技术两方面的变革，

使两个系统达到较好协调，最终实现系统效益的提高[18]。当社会和技术系统产生冲突时，需

要在技术系统中做出改变，以适应社会系统[19]。Bostrom 和 Heinen 解析了社会技术系统的

构成[20]，用该系统理解组织变革，他继承了前人社会技术系统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构成的

思想，并提出社会技术系统包含结构、人、技术、任务四要素。其中，社会系统包含结构和

人两个要素，结构指组织的机制或制度，如组织架构、内部权力关系等；人指组织中涉及的

利益相关者，也称组织参与者。技术系统包括技术和任务两个要素，技术要素指能产生组织

变革的技术平台、设备、工具等；任务指组织要实现的具体目标，指导组织采取相关行动。

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之间的协调和互动也是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个要素的改

变也将影响其余三个要素的变化[21]。 

政策科学与信息学交叉形成的政策信息学是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不断作用的结果。一方

面，由政策的定义可知，政策归根结底是对人或组织的行为进行规范，其具有公众导向功能，

主要目的是实现对目标群体的管制、公共利益的分配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可以说政策本身就

具有社会性，政策制定、发布、实施等过程也是政策在社会系统中不断迭代和发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信息学在提出之时便与计算机科学同义[22]，后宾夕法尼亚大学 Saul Gorn 教授将

其称之为“计算机与信息科学”（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强调借助计算机实现

信息的自动处理。虽然随着信息学的不断发展，信息学已经出现了以技术为中心→以对象为

中心→以业务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转变[23 ]，但根本上仍是离不开技术这一主要驱动

力。因此，信息学可以认为是主要基于技术系统，并在信息服务的过程中与社会系统产生交

互。基于此，由政策和信息学融合形成的政策信息学可以看作是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组成

的社会技术系统，具备政策智能以及政策决策支持等功能的政策信息学，是融合了技术系统

与社会系统这一综合特征的确切表现，促使政策分析在社会技术融合中不断演进。 

2 政策信息学的研究范畴 

本部分通过梳理政策信息学的研究内容及主要概念边界，明确政策信息学的研究范畴，

为从社会技术融合视角搭建政策信息学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2.1 政策信息学与 X 信息学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X 信息学（X-Informatics）侧重对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与应用，

通过对学科领域内的数据进行多方法研究，发现并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并延伸知识的应用边

界。其中，“X”指代特定学科，“Informatics”指代组织、描述、存取、整合、挖掘和分析

数据资源以协助科学发现的学科，“X 信息学”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不同

学科领域数据开始产生大量、快速的增长，如信息学同生态学、医学、材料科学等等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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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形成生态信息学（Ecoinformatics）[24]、医学信息学（Medical Informatics）[25]、材料

信息学（Materials Informatics）[26]等。张志强等总结了“X 信息学”的以上特征，提出了“学

科信息学”这一概念，他认为学科信息学是指学科领域在科研创新中应用信息科学技术、实

现创造新知识、发现新方法、提供学科战略决策咨询的交叉性学科[14]。 

政策信息学是学科信息学在政策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政策信息学作为学科信息学的一

种，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学科信息学的理论和思想。国际上，早期论文中最先出现了利用计算

机技术辅助政府决策的探讨[27]。在 2007 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立了政策信息学中心，是

政策信息学研究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 年，该中心举办了政策信息学研讨会，会议论文

借助计算机和通信等技术对相关政策数据和问题展开研究，并出版特刊[28][29]。建模仿真、数

据挖掘等方法常被用于政策过程的研究，以支撑政策决策[30]。国内的政策信息学一词 2015

年左右才正式出现，张楠[31]使用“政策信息学”描述面向公共衍生大数据分析和政府决策过

程重构的崭新研究领域。由于政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政策信息学本身的多学科特性，对政

策信息学的探讨如今还处于起步阶段。 

2.2 政策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为进一步厘清政策信息学分析的研究范畴，本文分别在 WOS 和 CNKI 数据库中进行文

献检索，通过文献梳理分析当前国内外政策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本部分借助中英文文献的初步检索，对政策信息学的主要研究进行梳理。首先，基于

WoS 核心数据库，以主题为检索字段进行文献检索，设定的检索式为：TS=('"policy 

informatics"' or 'policy quantificat*' or 'policiometrics')，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27 日。检索

式中对“policy informatics”一词进行了限定，这是由于在不限定的情况下得到的文章大多

与政策信息学不相关；此外，借助“policy quantificat*”搜索基于量化分析的政策，区别于

定性分析，强调数据与方法在政策信息学中的重要性；“policiometrics”是“policy”与“metrics”

的合成词，表“政策计量”之意，与“Informetics”的构词相似，最初由李江[5]等人提出，本

意也是为了用计量学的方法对政策进行分析。将检索结果限定语种为英语，文献类型为论文，

共得到 2525 篇文章，对文献进行摘要通读后筛选与政策信息学相关的文章共计 1748 篇。最

早可追溯的文章是 Brooks 在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上发表的探讨英国、加拿大、美国的

大众舆论与公共政策不一致的问题，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政策问题（而不是政策文本），研

究方法是选取被试者受访，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32]。 

为更直观地揭示政策信息学的研究特点，借助 WOS 中的研究方向对检索结果绘制矩阵

图，具体见附录 1（左）。由于 WOS 中一篇文章不单单属于一个研究方向，因此对研究结

果统计后发现，1748 篇文章共涉及 134 个研究方向，矩阵图中列出了各自方向上超过 50 篇

文章的领域，共计 19 个。这 19 个领域涵盖了环境科学、科技、经济学、能源、气象学、水

利、计算机、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下的文章共

有 15 篇，本领域在所涉领域中排名为 44，处于前 1/3 的位置。通过政策信息学所涉领域可

以看出，由于政策本身的社会性，政策研究也涉及到了各学科领域，与图情领域也息息相关。 

与英文检索词相对应，在 CNKI 中以“政策信息学”、“政策量化”、“政策计量”进

行初次检索，检索式为：SU=('政策信息学'+'政策量化'+'政策计量')，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7 日。将结果限定为“核心期刊”和“CSSCI”，共得到 210 篇文献。最早可追溯的一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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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傅广宛等[33]在《中国行政管理》上发表的《量化方法在我国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进展

研究》，该文表明政策量化方法在 2009 年之前已被应用于政策分析中，但由于数据库时间

限制等原因并未被检索到。对比国内外最早的政策信息学相关文章可以发现，该主题的研究

最初都起源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此时的研究主要重问题，轻方法。随着政策信息学在多

领域的交叉发展，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附录 1（右）展示了检索结果的期刊分布，观察发

现期刊主要集中在图情、公共管理和科技类研究领域，其中图情期刊占比较大。 

对比国外研究方向的分布差异，发现外文文献的研究方向呈现出了政策的多学科性，而

中文的检索结果却没有明显反映此特征。为厘清两者差异的原因，本研究对 WOS 和 CNKI

检索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结果见附录 2 和附录 3 所示。英文文献的关键词聚类依旧以领

域政策为主，如绿色类团的水、土地、森林等资源类政策[34]，黄色类团的碳排放、能源及环

境政策[35]，蓝色的公共健康、安全类政策[9]，以及红色的经济发展及管理类政策等[36]。中文

的聚类则主要以方法为主，且节点上关键词的名称各异，除了检索式中涉及的“政策信息学”、

“政策量化”、“政策计量”外，还延伸出了“政策文献计量”、“政策文献量化”、“政

策文本计算”、“政策文本量化”等一系列概念，这与当前政策信息学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完

善，以及政策信息学的跨学科性有关。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都在运用本领域的方法进行政策分

析，但并没有在大范围内达成共识，这就导致了政策信息学相关概念的混乱和交杂。然而，

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方法表现出了较好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并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认可和

使用，聚类结果即是这些代表性方法的具体表现，主要包含以下四类。 

（1）以 PMC 指数模型为代表的政策内容一致性评价方法。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数模型是由国外学者 Estrada[37]率先提出的，是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抽

取文本相关变量构建针对政策文本的评价体系。变量涉及发布主体、执行机构、作用对象、

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时效等，可灵活选择。接着编制多投入产出表，即根

据先前设定的变量及赋值标准对政策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赋值。最后，根据公式计算 PMC

指数，绘制 PMC 曲面图，根据得分区间将其划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该方法适

用于对少量政策展开分析，过程较复杂，但能基于主客观角度评价公共政策的优势和缺陷。 

（2）以政策量化手册为代表的政策协同与绩效评估方法。这是由国内学者彭纪生基于

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三项指标提出的，并且给出了详细的政策量化标准操作手册

[38 ]。该方法根据政策文本规定的措施的详细程度或是发文机构的行政等级等对政策文本进

行赋值和量化，从而达到评价的目的。该方法相较于 PMC 指数模型的评价来说，进一步考

虑到了因果关系，即从政策文本的角度测度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因此也叫量化评估。将文本

分析结果作为自变量，选取经济或专利产出等指标作为因变量，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或其他回归方法，即可测度公共政策的特定影响。该方法后被国内学者广泛使用，但在外

文中影响力有限[39]。 

（3）以政策工具分析为代表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政策工具是最能反映政策调控作用

的知识单元，它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桥梁，是政策实施的核心，是具体和动态的，也是保证相

关者群体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研究中，通常基于人工编码的方式对政策工具类型进行研

究，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框架分析特定类型政策的工具结构，或是与其他维度（主题、目标等）

共同组成二维或三维框架，目的都是为了分析工具在不同维度的分布情况[40]。这是最传统和

基础的政策科学知识，目前已在其他领域广泛应用。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政策工具分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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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工具的分类以及框架有足够的了解，尤其是没有政策背景的研究者应先进行政策学

习，以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 

（4）以文献计量为代表的图情方法。黄萃等提出“政策文献量化”[4]，认为政策文献作

为政策信息的“载体”为分析政策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证据，而“政策文献量化”则是以政策

文献的语义内容和外部结构要素为分析对象，针对政策内容量化和政策外部属性计量两部分

展开分析，发现政策议题的历史变迁，分析政策工具的使用与组合，以及政策涉及主体的各

种网络等。同年，李江等也提出了“政策文献计量”概念，详细探讨了情报领域中文献计量

学方法向政策研究迁移的可行性[5]。此外，鉴于文本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文献的深

层次挖掘，在黄萃和李江“政策”也具备“文献”的特征这一理念基础上，对政策文本的分

析也逐渐形成了“政策文本计算”这一概念。 

四类代表性研究中，前三类研究更强调政策分析的社会性，以特定主题政策制定的合理

性、有效性等为主要分析目的。相比而言，第四类研究更强调政策分析的技术性。基于大数

据等技术的分析为图情研究带来了原理、范式、方法的变革，使得研究对象间的差异逐渐淡

化，转而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借助自动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情报研究实现情报的工程化和

平行化。未来，本学科在解决政策科学问题时，需要站在社会技术融合的视角，借助大数据

和数据科学的分析优势，对政策的制定和评估等进行动态跟踪，使学科不断集成化，进一步

促进情报思维向情报工程的系统发展。 

2.3 政策信息学的概念边界 

鉴于概念的混乱和复杂，本文在结合国内外文献梳理了基础含义的前提下，绘制了主要

概念的韦恩图，用以整理概念的边界，具体见图 1。韦恩图将概念之间的包含、包含于以及

交叉三种关系进行了可视化。 

政策信息学

政策量化

政策计量

 政策文献
   计量

                政策文本
                计算

政策文献量化

或

政策文本量化

 

图 1 政策信息学主要概念韦恩图 

 

（1）首先，“政策文献计量”的含义局限于图情传统的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文献数

据，如进行共词分析、机构共现分析、引文分析（政策引用）等[41][42]，后来科学计量、补充

计量（Altmetrics）等情报学研究方法也被逐渐迁移至政策研究中，构成政策信息学的重要研

究方法[43][44]；“政策文本计算”侧重于将计算机分析方法应用于政策的文本内容分析，例如

构建政策语料库、利用 LDA 等方法提取政策主题、或发现政策网络结构洞等[45][46]；鉴于对

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时，“政策文献”与“政策文本”的含义等同，因此本文认为“政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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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和“政策文本量化”含义等同，具体含义既综合了传统计量学分析方法，又包含利用

文本计算发掘知识特征，这两个概念处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文本计算”的交叉区间。 

（2）其次，不论是“政策文献计量”、“政策文本计算”还是“政策文献量化”等概

念都限制在对政策文本的分析上，而“政策计量”则既包含了对政策内容的计量研究，也包

含了对政策效果的计量研究。计量起源于人们对于量的概念，古代把计量称为“度量衡”，

其含义是关于长度、容量和质量的测量[47]。图情领域的文献计量就是对科研文献内容和质量

的测度。而政策的实施本身是会产生实施效果的，因此，基于实验设计进行政策效果的计量

分析[48][49]，或是测度政策实施区域差异的空间计量研究等[50][51]，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

题。目前，图情领域对于政策计量的认识大部分还是侧重文本的政策计量分析，在这种角度

上，与政策文献计量没有区别。李广建等[52]认为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发展趋势应从注重关

联关系的挖掘进一步扩展到对因果关系的探究，因此，未来对政策的分析也应有意识地关注

政策的因果链。 

（3）再次，“政策量化”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量化”分析区别于单纯的“质

性”分析，这与“信息学”的特点相符，要求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中提取知识、情报和智慧

等。“政策量化”之所以成为政策信息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聚类分析时提到的

彭纪生的政策量化手册及 PMC 指数模型等量化方法的特殊性及其普遍应用。这两种方法已

经在政策分析当中相对成熟，且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扩展，因此较为人

熟知，但它们也只是政策量化分析的组成部分，并不代表政策量化的全部。 

（4）最后，“政策信息学”的范围更广泛，通过对“政策信息学”的针对性检索和文

献阅读，本文整理了国内外政策信息学的代表性概念及来源，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政策信息学的定义及来源 

来源 定义 

Kim & 

Johnston
[53]

（2008） 

政策信息学是使用工具、模型和场景模拟来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做出政策

选择、解决政策问题和评估政策结果的学科。其创新之处在于对政策挑战研

究的推进和政策讨论进程的推进。 

Johnston
[54]

（2015） 

政策信息学是利用新兴建模和分析技术处理海量的公共政策数据，去更好

地理解和解决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从而实现以治理流程和制

度创新为目标的若干跨学科研究。 

刘昊等
[3]
 

（2019） 

政策信息学是学科信息学向政策科学领域的渗透，是以政策问题生命周期

中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信息科学、情报学、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

方法和工具开展政策知识发现，揭示政策发展演化规律和特征，评价政策运

行的效果和质量，分析政策发展的热点与方向的一门学科。 

张楠等
[31]

（2019） 

政策信息学通过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数据捕获、文本挖掘、仿真等方法处理

海量政策数据，推进政策决策流程创新、组织制度变革、探索有效治理的新

形势，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提升公共价值。 

曹玲静等
[2]
 

（2021） 

政策信息学是基于政策文件数据、科研文献数据和社会媒体数据等政策相

关的多源海量异构数据，利用统计学、计量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技术

方法，围绕政策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开展知识挖掘和知识发现研究，以便更

好地理解和解决日益复杂的政策问题的学科。 

相对于政策量化而言，政策信息学的研究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处理的数据规模也更大。



9 

 

政策信息学不仅要分析现有政策的发展规律及影响效果，更要根据现有信息指导未来的政策

制定。因此，政策信息学并不单单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而是覆盖整个政策过程全生命周

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政策信息学的核心是对处理、驾驭复杂系统的理解，该特点将政策信

息学与更加线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区分开[31]。从政策涉及的主体，到主体所处的环境，再到政

策施行的过程，各个环节都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未来政策的方向对政策信

息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认为政策信息学是面向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的，以政府文件数据、部门事务系统运

行数据、网络舆情数据等大数据为基础，以公共管理、计算机、计量学等方法为手段，进行

政策知识发现和仿真推演的综合性学科交叉领域，最终目的是实现对政府治理及决策过程的

智能化支持。 

3 政策信息学的分析框架 

政策信息学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上，结合政策信息学的社会技术特征

所构建的。本部分首先梳理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继而从社会技术融合视角搭建政策信息学

分析框架。 

3.1 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 

鉴于政策信息学研究的广泛性，以及政策各阶段对政策信息学分析的需求，在构建政策

信息学分析框架之前，需要先明确政策过程的全生命周期，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最早对政策过程的全生命周

期进行了阐释，并形成了政策过程理论。Lasswell 认为政策科学是综合多学科知识的、一门

崭新的系统性科学，主要关注“政策决策过程知识”（Knowledge of Policy Process）和“政

策决策过程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Policy Process）[55]。其中，前者主要强调政策过程的

科学性，意在解构政策过程，后者则将重点放在政策的制定及评估上，旨在为政策决策者提

供有效的政策信息，而政策过程理论就是描述“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知识”的产物。政策过程

理论将政策全生命周期以阶段模式呈现，并与公共政策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阐述政

策研究对政策生命周期的不同支持。 

拉斯韦尔将政策过程生命周期诠释为“七段论”，包括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

用、终止和评估七个部分，对应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的七个过程，分别为由信息收集得到情报，

有关部门提出方案，制定有关政策规定，政策生效使其合法化，政策正式推广应用，政策效

用评估。自拉斯韦尔提出政策过程理论后，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纷纷进行探索和研究，政

策过程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如 Lester 等[56]

将政策过程分为问题确认、议程设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变化及政策终

结，谢明[57]认为政策过程分为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

划、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效果评估、政策调整与改变、政策终结。需要说明的是，政策过

程并不是各个部分相互独立，而是各部分相互关联，存在承接关系和交叠关系，甚至是反馈

和循环。国内外代表性阐释见表 2。 

 

表 2 政策过程理论的阶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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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政策过程 

Lasswell
[58]

（1561） 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用、评估和终止 

Jons
[59]

（1970） 问题界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 

Brewer & Deleon
[60]

（1983） 创始、预评、选择、执行、评估、终止 

Lester 等
[58]

（1996） 
问题确认、议程设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

政策变化、政策终结 

陈振明
[61]

（2002）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终结 

Anderson
[62]

（2009） 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评估 

Dunn
[63]

（2010） 议程建立、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评估 

莫勇波
[64]

（2013） 
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与

监控、政策调整与终结 

谢明
[57]

（2014） 

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

策规划、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效果评估、政策调整与改

变、政策终结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政策过程的阶段阐释，本文提取出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包括：政策

问题、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优化四个过程。基于最初的政策过程“七段论”进行全生

命周期的展示，具体见图 2。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都需要大数据的参与，形成与政策生

命周期的全流程交互。 

 

调整
(Adjustment)

情报
(Intelligence)

提议
(Promotion)

规定
(Prescription)

合法化
(Invocation)

应用
(Application)

评估
(Appraisal)

政策
大数据

政
策
优
化

终止
(Termination)

政策问题

政策实施

政
策
制
定

 

图 2 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 

（1）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政策信息学分析的起点，大到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的，小

到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等，都会产生政策问题。情报和提议都是依据特定的政策问题展开的，

用以勾勒政策问题边界，大致确定政策的目的及范围等。 

（2）政策制定。政策制定是决策者为处理政策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对策

和措施的过程。通过明确政策确定的目标、拟定方案、预测结果等，形成特定的规定，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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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领导决策会议、审议和表决等既定程序形成政策文件并出台，使其合法化。 

（3）政策实施。政策实施是对上个阶段政策制定的具体内容的应用及评估，并根据评

估结果或其他原因确定是否予以终止。政策实施的三个部分是紧密承接的关系，使得政策由

理论变为现实，是检验政策效果，确定政策维持、调整、终结等的依据。 

（4）政策优化。政策优化是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政策进行调整，目的是使得

政策本身更加符合政策问题的解决。尤其是目前基于大数据的政策优化实现了政策应用过程

中的随时评估，甚至是政策问题建构前的“预评估”，保障公共价值最大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政策过程生命周期的认识过程中，学者们一开始并没有对政策的反

馈多加关注，政策过程理论也是在后期将政策调整阶段考虑进来，所以在框架中也以虚线箭

头表示“政策优化”这一阶段，如图 2 所示。事实上，政策实施以后，虽然实际上政策从生

成到发挥作用的过程结束了，但它的生命周期并没有结束，通过政策实际效果数据，引入社

会计算领域的仿真方法，可以模拟政府行为或公众选择带来的连锁反应，从而做政策调整并

修正决策，实现政策问题→制定→实施→优化的迭代机制。 

3.2 政策信息学框架构建 

自政策信息学出现以来，各界学者对其政策信息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诸多观点。

Dawes 和 Janssen认为政策信息学主要分为政策分析、基础设施和管理过程三个研究集群[65]：

政策分析包括收集数据提供证据、可视化数据间关系和模拟复杂的问题环境等；基础设施包

括建设政策信息分析相关的公共机构、设计开放共享的决策平台、多方利益主体可共同参与

式平台；管理过程包括引入技术优化流程、管理过程透明化、利用网络力量开展合作治理。

将政策信息学引入中国背景研究时，张楠认为，政策信息学主要包括公共衍生大数据的基础

分析方法研究、围绕特定政策场景的知识发现研究、面向大数据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决策过程

重构策略研究、公共选择模拟与决策效果评估研究[31]。段忠贤等提出了政策信息学基于政策

过程和政策网络的二维分析框架[66]，在政策过程维度，政策信息学可以优化政策问题、政策

议程、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评估等一系列政策流程；在政策网络维度，政策信息学能够提

供政策管理平台以及更灵活的政策工具。 

已有研究大多都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讨论政策信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然而政策

信息学是由政策和信息学组合而成的，具有较强的社会技术系统特征，且情报学一方面承担

着国家安全与发展过程中的“耳目、尖兵、参谋”的重要角色，有支撑国家治理和政策决策

的任务需求；另一方面，对“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

—智能/情报（Intelligence）”的信息链的揭示也是其重要的工作目标。曾建勋认为，“信息

资源管理”专注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研究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67]，因此，本文在

前面梳理的政策全生命周期、政策信息学相关概念等的基础上，立足情报学学科发展，提出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信息学分析框架，具体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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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面向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信息学分析框架 

 

以政策为对象，遵循一般的信息分析流程，完成对政策全生命周期的覆盖是政策信息学

分析的主要工作。如图 3 所示，信息分析流程本质上也存在由信息需求分析、信息组织管

理、信息传播应用、信息服务优化、再到信息需求分析的流向和闭环特点[68]。以图书馆的信

息分析为例，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面向用户提供阅览服务，所以最初是围绕用户的需求确定

展开，在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内容集成、信息产品形成，并最终实现信息产品

的传播。信息的传播应用同样面临着评价和反馈，以实现服务创新并发挥信息产品的最大价

值。 

与信息分析相似，政策信息学分析的主要对象为政策，包括与政府活动有关的一切衍生

大数据和信息，如政府文件、政务机构系统运行数据、公众网络舆情数据等。如图 3 所示，

分为政策需求挖掘、政策文本量化、政策结果计量、政策效应评估和政策决策推演。其中，

政策需求挖掘是社会技术系统中“社会”的集中体现，也是政策信息学的逻辑起点。政策文

本量化、政策结果计量、政策效应评估以及政策决策推演则是社会技术系统中“技术”的内

涵外化，最终又反馈到政策需求挖掘，形成闭环，从而达到作为社会技术系统整体运行的要

求。 

①政策需求挖掘。政策需求挖掘能在开始时确定政策的制定方向。一方面，在提出政策

问题时，需要针对潜在的、没有明显特征的问题进行政策需求挖掘，发现社会运行过程中存

在却未被发现的问题，保障公民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依据需求挖掘明确政策问题涉及的

相关主体，明确政策范围，显示潜在损益，服务政策制定[53]。 

②政策文本量化。政策文本量化是基于政策议程和政策决策过程产生的政策文件展开分

析，发现既有政策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通过分析政策的时空演化、发文机构的合作情况

等发现政策的历史进程、区域差异及机构博弈，通过剖析政策的注意力变迁，明确政府关注

的阶段重点，并发现政策文本中的具体措施和工具偏好等特征[9]。 

③政策结果计量。政策结果计量的目的是实现对政策实施结果的测度和评价，用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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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在特定领域产生的影响和实际绩效。鉴于有些政策的实施结果通过已有的年鉴数

据、企业数据等直接可得，不需要这一步骤，而有些政策的实施结果则需要二次测度[69]，因

此该步骤并不是必须的，视具体的研究目的而定，框架中以虚线框表示。 

④政策效应评估。政策效应评估是通过测度政策的实际影响，调整政府投入，改善政策

系统，提高决策质量，以实现最终的政策目标。政策效应评估主要针对政策与其实施结果间

的因果效应和关联关系进行分析，借助回归分析或实验设计等方法完成，属于政策的“事后

评估”，是未来政策决策的主要现实依据[49]；  

⑤政策决策推演。政策决策推演实现了政策影响研究由分析的、线性的、被组织的研究

逻辑到系统的、非线性的、自组织的研究逻辑的发展过程。该步骤可为未来政策决策提供模

拟的依据，可以看做是政策的“事前评估”，主要通过大数据和仿真模拟方法预测可能的结

果，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辅助实现政策优化[70]。 

政策需求挖掘、政策文本量化、政策结果计量、政策效应评估和政策决策推演深刻反映

了科技情报工作“耳目、尖兵、参谋”的本质。“耳目”要求科技情报工作能做到在海量的、

真伪难辨的、动态竞争的复杂环境下为决策者搜索、扫描、整理情报，政策的需求挖掘、文

本量化和结果计量研究是“耳目”作用的重要体现。“尖兵”在基础情报之上增加了战略性

和紧急性，如通过政策效应评估提供的情报预警服务。“参谋”则在“是什么”和“为什么”

的基础上，要求情报工作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这也是科技情报工作发挥智库职能的重要

体现。 

结合文献整理结果及框架逻辑梳理，我们总结了政策信息学分析框架中政策需求挖掘、

政策文本量化、政策结果计量、政策效应评估、政策决策推演过程的主要研究问题、常用方

法及常用工具信息，具体见表 3。 

表 3 政策信息学分析中的常用方法与工具 

过程阶段 主要研究问题 常用方法 常用工具 

政策 

需求挖掘 

公众舆情观点及其演化；领

域专家知识网络等 

深度学习、网络表示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音视

频特征提取、多重网络等 

Python、R等 

政策 

文本量化 

政策分布态势及政策内容变

迁；政策工具及政策目标结

构；政策扩散及演化规律；政

府府际关系及政府博弈等 

文献计量分析、社会网络

分析、文本计算、可视化、

政策编码等 

Nvivo、MaxQDA、

Citespace、

VOSviewer、

Python、R等 

政策 

结果计量 

政策实施结果的测度；政策

结果演化；政策结果差异等 

构建评价体系、数据包络

法、统计分析等 

Python、R、

SPSS、Stata等 

政策 

效应评估 

政策协同效应评估；政策群

的效应评估；单一政策措施

的效应评估等；政策滞后性；

政策影响的组态路径等 

回归分析、计量经济学方

法（DID、PSM、DID等）、

模糊定性比较分析等 

SPSS、Stata、

fsQCA、R、

Python 等 

政策 

决策推演 

已出台政策的智能推演及预

测；辅助指导政府实践迭代

及决策优化等 

系统动力学仿真、多智能

体仿真、数值仿真、博弈

论等 

Vensim、

Netlogo、

Analogi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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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我们正在进入数字时代，政策信息学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一系

列数字技术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生命周期全过程进行更加智能化的分析，为决策提供更多

的、有高价值的情报。 

4.1 研究总结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总结归纳，从社会技术融合视角出发，对政策信息学的缘起由来、

研究范畴、分析框架等给出了相关论述。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社会技术系统视角剖析政策信息学的缘起由来。本文认为面向社会发展的政策

分析需求和基于技术创新的政策分析转型是催生政策信息学的重要因素。因此，政策信息学

本身就具备社会技术融合特征。 

第二，在总结政策信息学研究内容的基础上给出其概念边界。本文指出政策信息学的多

学科特性引起的概念混杂、研究偏倚的现象，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总结国内外的研究差异，本

文对政策信息学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指出它面向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特点。 

第三，基于政策过程理论，从社会技术融合视角构建面向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信息学分析

框架，并说明情报分析工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该框架以集中体现“社会”特征的政策

需求挖掘为逻辑起点，以“技术”内涵外化的政策文本量化、政策结果计量、政策效应评估

以及政策决策推演为逻辑中介，并最终反馈到政策需求挖掘，形成逻辑闭环，实现社会技术

系统的运转。 

4.2 研究展望 

政策信息学是信息科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学科。从情报学视角看，政策文献计量、政策

文本量化等作为政策信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研究中吸引了不少优秀的图情领域的

学者。未来，在“信息资源管理”新学科体系的理论指引下，政策信息学将融合计算机、公

共管理、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经济学等其他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政

策信息学的发展也将继续进行社会技术融合，利用各种数字技术为政策分析赋能，进一步融

合政策的社会性属性，推动政策更好服务人类社会发展。未来趋势将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

面： 

一是全流程分析。利用好各种数字技术会加速对政策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分析，这将突破

政策文本量化更多在于对政策文本本身的分析，也将突破政策科学对于政策效果的因果评

估，政策信息学将从政策问题、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到政策优化的全流程对政策进行分析，

从而完成政策全流程分析从黑箱到白箱、从经验性到客观性的转变。 

二是全数据挖掘。政策信息学的分析也将突破数据的限制，将真正融合包括政策文本、

科学文献、专利文本、经济运行、网络舆情、平台运营等各种微观以及宏观的多源异构大数

据，将利用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综合利用好这些数据，并利用深度学习、图神经网

络、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各种大数据挖掘的方法，发现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决策依据。  

三是全主体服务。政策信息学的分析将进一步拓宽政策科学服务的对象，为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公众以及社会各类型主体提供服务。这得益于政策信息学对政策相关主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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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务过程中各种数据精准的、快速的感知，通过各种大数据感知技术，再配合各种人性化

的人机交互方式，政策信息学将更高质量地提供政策全主体服务。 

四是全方位评价。政策评价中将综合考虑经济、生态、社会、政治、技术等不同维度，

针对不同的场景，建立更加客观的综合性政策评价体系。通过利用计量评价方法，结合计量

经济学的因果分析，对政策过程中的各种效应进全方位的的评价，为政策优化提供详细的依

据，并为政策演化提供参考。  

五是全时空推演。政策作用的对象存在于真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中，政策信息学将通过

仿真模拟、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发挥元宇宙的集科技之大成者的作用，在虚拟世界中建立

与真实世界融合的另一个时空，在数字时空中进行政策的推演，从而对政策作用对象后所发

生的一系列活动的演化进行全面的了解，为智能化辅助各种决策提供数字实验场。 

 

致谢：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网络环境下大数据新动能机制

研究”（项目编号：20JZD024）的研究成果。 

 

附录 

 

附录 1 WoS（左）和 CNKI（右）中政策信息学研究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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